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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抑或狂热: 上海家庭妇女参与
工业生产研究( 1958—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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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摘 要: 1958—1962 年间，上海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的景象盛行一时。1958 年，随着跃进热潮的
持续升温，城市工业生产呈现“以钢为纲”的急进之势，计划编制内的劳动力资源逐渐无法满足骤然膨
胀的用工需求。在此情境下，上海市地方政府灵活运用家庭妇女填补用工缺口。然而，在实际运行中，
城市基层与上级政策关系错综复杂，相向与相悖并存。不同的参与者演绎出跃进主题的“复调”与
“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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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新中国政权鼎革的第九个年份，继巩固政权，社会主义改造等举措后，主政者展开了新的
社会主义实践。诸多现象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非常醒目，表征于女性就业在量上的激增与面上的延
展。① 其中，家庭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情景蔚为可观。短时间里，大量妇女走出家门，成为新生的劳动
大军。②

这支劳动队伍何以应运而生又如何被纳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之中?

事实上，1958 至 1961 年间，依靠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型增长方式遭到研究者的批评，其中又
以劳动力的激增最为典型。③ 回溯过往，主政者也承认招工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④ 以此为认识基
调，是否囊括其中的家庭妇女用工也是狂热决策的一个面向? 既有的研究得出了相仿结论，认定其为

盲目扩大社会生产和就业规模的左的思想使然，⑤但其立论缺乏历史场域中的细致考察。笔者拟以上
海为域，选取其中研究尚浅的家庭妇女用工为对象，梳理政策的缘起，变化以及执行过程中基层与政策

的互动，试图重新检视当时的劳动力政策，考察城市基层的运作。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资料，文章侧重
家庭妇女在工厂企业的情形。

一 利用与帮扶:上海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的政策内涵

1949 年后，新政权一直关注男女平等问题。实现男女平等的核心要素之一莫过于妇女冲破家庭局
限参与社会活动，在个体经济独立的基础上获得社会人格。这是中共自革命年代就恪守的妇女解放理
论，亦是建政后政策宣传和实践的目标。在近代最早出现职业妇女群体的城市———上海，中共执政后
的八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以及政府的多方促进，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参加工业生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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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
家庭妇女就业情况在各地志书和档案记载中体现明显。如上海，仅 1958 年即有 25 万余名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工作。《上海市

1958 年年末在业人数》，1959 年 4 月，B127—1—629，上海市档案馆藏，第 1 页。
武力:《1949—1978 年中国劳动力供求与城市化关系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第 621 页。
崔凤垣:《关于我国妇女就业问题的思考》，《人口与经济》2001 年第 5 期。
《1950—1957 年上海若干部门女职工数》，1958 年，上海市档案馆，C1—2—2603，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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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鉴于上海经济发展状况与妇女特点，政府倡导妇女不宜不顾现实盲目从业。①

“大跃进”运动的推进带来了上海妇女就业的新契机。值得留意的是，决策层的用工政策并非一蹴
而就的凯歌旋进，相反显得相对谨慎。政策的制定与更易，参照地方社会的现实以及中央政策的调整，
其内涵则兼具利用与帮扶两个面向。
( 一) 因需而招，吸纳部分家庭妇女为边缘劳动力

与全国多数地区一样，1958 年初，上海地区的跃进氛围迅速由农村蔓延至城市。从岁末年初的中
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代表大会到 8 月的全市干部大会，作为工业重镇之一的上海，跃进形势日益升级。
计划指标被不断、快速地刷新。② 在此期间，钢铁生产逐步成为工业生产的主导。年初，工业战线跃进
的主力尚集中在轻纺系统。随着 3 月成都会议、5 月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及中央主要领导对钢铁生产
高指标的关注，钢铁的“元帅”位置愈加突出。至 8 月中旬全市干部会议正式提出 120 万吨的年钢产量
指标后，一个以钢铁工业为首的高指标最终形成。至此，上海整座城市开始掀起“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的生产高潮。③

如何完成扶摇直上的生产任务，是主政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由于 1956 年放松招工限制引发
的教训历历在目，年初国家延续了之前“集约”型的增产路线，即提高现有职工的劳动生产率和合理使
用劳动力来挖掘生产的潜力。当时上海努力执行上级指示: 一方面积极组织“反浪费、反保守”、技术革
新等运动挖潜，另一方面贯彻从计划编制内部调配劳动力以完成不断增涨的生产任务。④

5 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式提出后，考虑到整体形势的变化，中央出台了新政: 一则为调动地方
建设的积极性，在向地方下放计划管理、投资项目审批等权限后，6 月底再次放宽招收工人的审批管理
权; 二则主张利用包括学生、失学青年、妇女等计划编制外的社会劳动力资源。⑤ 事实上，农业合作化运
动如火如荼之时，国家领导就曾呼吁积极组织妇女支援生产。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吹响全面跃进号角
后，进一步解放城乡妇女劳动力得到高层更为广泛的提倡。⑦ 因为此举“首先关乎妇女解放，共产主义
者的目标是把妇女劳动力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还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

放与合理分配”。⑧ 中央号召之下，6、7 月份间全国劳动、妇联系统传达了指示。⑨

在地方层面，为应对劳动力紧张局面，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方案。由于城镇人口远不能满足工业“大
跃进”所需的大量劳动力，有了中央政令在手，一些地区运用自主权限，不顾国家城乡二元发展策略，大
批招收农村人员。瑏瑠 另有一些地区组织妇女支援工业。瑏瑡

相形之下，1958 年夏季，上海劳动行政部门依然强调工业增产的可取门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合
理使用劳动力，对工业领域启用计划外的妇女劳动力持保留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据市计划委员
会劳动工资处分析，上海与其他地区劳动力情况有别，不是不足而是富余。且上海的工业发展方针与
外地有别———向高级大型精密的方向发展，不需要过多人力。瑏瑢 相反，倘若投入过多，特别是使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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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对地方社会有害无利。毕竟，劳动力的招收牵涉面广，与社会稳定、劳动力配置效率以及城乡关
系等问题密切相关。对时为全国第一大人口城市的上海来讲，决策更显慎重。事实上，建政以来，为控
制外来人口进入，政府已采取户口管理、粮油供应、社会保障等多种方式。即便如此，仍有大量农村人
口自发进城谋生、投靠亲属。加上累积递增的新生儿，到 1958 年，市区人口压力依旧很大。①人满为患
的处境使得上海不会也无法效法其他地区。
孰知不久，鉴于形势变化，用工政策不得不调整。“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势头席卷全城后，劳动行

政部门在 9 月后开始同意企业在挖掘生产潜力的前提下，利用部分计划外的人力资源以“降低生产成
本，并有利于进一步解放社会妇女劳动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②而促使市级主管部门将此政策付
诸行动的还是第四季度上海的生产形势。尽管 8 月中旬全市工业生产已完全转向“为钢而战”，然而实
际钢产量不容乐观，与预期相去甚远，到 10 月上旬不及年计划指标的一半。由此，中共上海市委不得
不部署紧急应对方案，动员全市具备条件的单位悉数投入炼钢。③是时年关将至，各生产部门要完成的
任务更显紧张。为缓解“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引发的紧急用工荒，10 月下旬开始，市委劳动工资委应
允动员 52000 多名家庭妇女支援生产，规定用工属临时性质，待遇却有别于临时工，工资每日 8 角到 1
元，不享受劳保，突击任务完成后回到里弄。④由此可见，此举实为解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部分被动
员的家庭妇女在政策的允许下变成了生产单位中的边缘劳动力。

① 胡焕庸主编:《中国人口: 上海分册》，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
②⑤ 《上海市劳动局关于目前企业单位使用社会妇女劳动力和其他半劳动力从事一定工作的意见》，1958 年 9 月 10 日，上海市档

案馆，A20—1—87，第 78—79 页; 第 78 页。
③ 中共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室编:《大跃进时期的上海工业》，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

社，2003 年，第 230 页。
④ 《关于里弄妇女参加各部门劳动的情况报告》，1959 年 6 月 2 日，上海市档案馆，C31—1—226，第 10 页。
⑥ 1958 年工业部门职工的平均工资为 73． 18 元。《1958—1962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1963 年 11 月，

上海市档案馆，B127—1—194，第 1 页。
⑦ 《上海市电机工业局关于对上海市劳动委员会对电讯公司大量招收职工家属和里弄妇女情况的调查报告的意见》，1959 年 5 月

27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B26—2—803，第 1 页。
⑧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1949—1976)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885—907 页。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北京: 中国财政出

版社，2011 年，第 162—163 页。

地方主管部门不仅适时吸纳家庭妇女可资利用的劳动能量，且兼顾实际状况，招收时照顾清贫者，

体现政策内涵中利用与帮扶的双重意义。9 月，市劳动局关于使用社会妇女劳动力的政策指出，招工单
位应通过地区办事处或单位的基层工会负责组织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妇女参加工作。艰困时期，这不
失为一种以劳救济的方式，不过也只能发挥基础保障作用。因为政策明文规定，根据低工资多就业的
方针和上海的具体情况，家庭妇女的月工资平均水平应控制在 15—20 元之间，上限不超过 30 元。⑤其
中一部分，尚需作为公积金( 或称公益金) 上交。细算下来，实际收入只有正式职工的 1 /4，抑或更少。⑥

但不管如何，对清贫者而言，犹如雪中送炭。
( 二) 应势而易，从“刹车”到归位
市主管部门打开家庭妇女通向用工单位的阀门后没有即刻设置相应的规范机制，直到 11 月中下

旬，市委下达指示要求对大量招收里弄妇女采取刹车措施。⑦适时正值中央高层反思几个月来经济发
展中的问题，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年底之间接连召开会议，提出“压缩空气”，初步降低了某些生产建设
的指标，却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实现“进一步大跃进”的计划。⑧由于意识到 1958 年新增劳动力过多，翌
年初，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达成跃进目标的正途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杜绝增加任何形式的人力资源，并收

回了之前下放给地方的招工权。⑨

1958 岁末到 1959 年初，上海也在反省过去一年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肯定 1959 年上海工业
跃进指标比 1958 年要有更大增长的前提之下，依然强调依靠技术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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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增加劳动力。①于是从 1959 年初起，市委劳动工资委开始计划整顿劳动组织。突击用工性质的家
庭妇女，虽不占计划编制，也在整顿之列。因为在其看来，一支非正规劳动队伍的存在，既助长浪费人
力的恶习，还增加管理的难度，阻碍技术革命的推行。②在 4 月拟定的方案中，6． 6 万职工和 5． 3 万编制
外的家庭妇女需被清退。③正当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着手整顿时，5、6 月份间，中央再次要求减员。对
象为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多余的学徒工以及新吸收的有家务负担的女工。④按照上述指示，上
海市委于 8 月通过了一份更为翔实的精简方案，计划减去 10 万人。因为新吸收人员中比重最大是城
市家庭妇女，所以在减员指标中她们占据过半。⑤

时至 1961 年，三年跃进式发展引发的负面效应凸显，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粮食问题严峻。主政者
最终正式放弃“跃进”口号，改弦更张。几经酝酿，年中，大刀阔斧减少城镇人口、清理劳动力被视为解
决时弊的关键措施提上议事日程。⑥政令一出，上海市委、市政府旋即部署精简事宜。“支援农业生
产”、“帮助国家度过困难”的动员令中，不仅大量人员要被送往农村，城市内部为数不少的正式职工与
里弄妇女也需清退。⑦为达彻底整顿之效，隔年 4 月，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再次要求各部门尽可能辞退
余下的里弄妇女。⑧

需说明的是，主管部门不仅在招收时对贫困妇女实行“帮扶”，几次清退安置过程中也有体现。在
1959 年的清退方案中，中共上海市委里弄办公室劳动工资组要求最先安排经济困难人员，尤其关照两
类人群: 一类是取消计件工资和不合理奖励制度后生活水平下降的人员; 另一类为因生活困难而被照

顾进厂的职工家属。⑨———当然，当 1960 年代精简势头势不可当时，市委只能呼吁对辞退者加强社会救
济。⑩

① 柯庆施:《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二届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上海市党代会、人代会文件选编》( 上)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第 203—210 页。

② 《中共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下发“工厂企业使用里弄妇女劳动力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59 年 1 月 6 日，
上海市档案馆，A20—1—87，第 35—36 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 1958 年劳动力情况的检查和 1959 年劳动力安排向市委的请示报告》，1959 年，上海市档
案馆，A11—1—29。

④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2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59—367 页; 第
374—381 页。

⑥ 罗平汉:《1961—1963 年的城镇人口精简》，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19—150 页。
⑦ 《曹荻秋同志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作“减少人口、大力支援农业生产”的动员报告》，1961 年 7 月 14 日，上海市档案馆，B127—

2—361，第 1—7 页。
⑧ 《中共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工厂企业精简辞退一部分临时工、里弄工的意见》，1962 年 4 月 13 日，上海市档案馆，

A11—1—69，第 1 页。
⑨⑩ 《市委批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整顿劳动组织，克服劳动力浪费，从企业中精简一部分人员的报告》，1959 年 8 月 20 日，上

海市档案馆，A11—1—29，第 21 页。
瑏瑡 《上海市纺织工业党组关于劳动力紧张情况和处理意见给市委的报告》，1958 年 10 月 24 日，上海市档案馆，B134—1—15，第

1—18 页。

二 相向与相悖:上层政策与基层实践

当决策层出台及调整家庭妇女用工政策之际，上海工业生产部门、街道里弄组织与政策关系错综
复杂，上行下效有之，反其道行之也有之。
基层社会行为与政策的一致性，一则表现为行业管理部门依照政策规定的程序招收家庭妇女。如

前文所述，1958 年，尤其从第三季度开始，全面跃进形势下上海基层工业生产单位肩负的生产任务普遍
增多，同时在唯“钢”是举的工业发展思路之下，许多工厂企业更是要扛几座“任务大山”———既要完成
份内的职责，还要承担炼钢任务。备感任务繁重的生产部门响应政策开展技术革命挖潜之余，仍觉吃
紧，纷纷向上级部门申请支援，当 10 月中下旬家庭妇女用工政策出台后，这种新的劳动力资源成了救
急的砝码，纺织行业即是如此。得到上级应充后，行业管理部门即刻部署动员事宜，在试点的基础上明
确具体的动员程序。瑏瑡在女工比重不高的冶金行业，因为某些生产工序仍需辅助性的手工劳动，行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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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汇总基层需求后向市委递交申请获准招收。① 二则体现在用人单位顺从上级指令，在历次整顿
劳动组织的过程中，辞退正式工人和家庭妇女。1959 年至 1962 年间，各用工单位在退工时形成三波高
潮，分别出现在 1959 年上半年、1961 年下半年以及 1962 年上半年，集中的时段恰好在几次清退政策颁
布以后。历次退工的具体人数为:

合计 正式职工 家庭妇女

1959 年上半年② 6． 55 万 3． 39 万 3． 16 万
1961 年第三季度③ 10． 1 万 6． 6 万 3． 4 万( 含少量临时工)
1962 年上半年 20． 48 万 15． 4 万 5． 08 万

持续精简过后，截至 1962 年 6 月，各单位仅留下 1． 67 万名，④其余大部分家庭妇女被抽离出国民
经济体系。
用人单位对待家庭妇女劳动力，行为会与政策所指相向，与此同时，存在为数不少的“反行为”。⑤

具体表现为:

( 一) 自行招收

基层自行招收之风盛行，具体表现为违背上级规定的招工手续私自招收，或是扩大招工规模。牵
涉其中的，有行业部门的管理者、工厂企业的各级干部以及街道社区的负责人。私自招收的途径多种
多样，或采用厂内贴布告方式公开招用⑥，或以“外包内做”为名隐性吸收，⑦或经由街道里弄干部牵线
搭桥挂钩输送，⑧或倚靠职工私人关系“滚雪球”似的介绍引进。有些用人单位虽然招工手续无可指
摘，但在数量上做文章。如纺织工业局 1958 年第四季度动员的妇女比市委批准的指标增加了 2000 人。
下属单位在此基础上又层层加码。⑨ 林林种种的自行招收举动成为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不可忽视的
非制度化推手，促使 1958 年底各单位的实际妇女用工规模远远超出市委预期的 5 万多人，总数近 15 万
5 千余人。瑏瑠

( 二) 少抽多补、不肯辞退
“以钢为纲”，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之下，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
次序进行资源配置。相应地，工厂企业之间进行大协作调度劳动力。不少单位，尤其是轻工业和商业
部门，男工被抽调支援冶金、机械工业或是其它行业的新建、扩建企业。为填补劳动力缺口，企业选用
家庭妇女。这本来符合既定政策，只不过，有些单位，即便任务已经完成，也不愿清退里弄妇女，瑏瑡到
1962 年工厂已经处于停工整顿状态依然如此。瑏瑢

( 三) 薪酬不合理

市委规定家庭妇女用工的日薪在 8 角至 1 元之间。然而在实际分配中，用人单位各行其是，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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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关于 1958年 11、12两月需要劳动力的请示报告》，1958年，上海市档案馆，B112—4—179—8，第 9—10页。
《上海市劳动局计划处有关 1959 年工业总产值、劳动生产率、职工人数( 包括家庭妇女) 统计表》，1960 年 1 月 6 日，上海市档

案馆，B127—1—647，第 4 页。
《今年第三季度全市职工净减十万一千多人》，1961 年 11 月 17 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83，第 64 页。
《上海市劳动局计划处关于上海市 1958—1962 年人口、职工人数统计资料》，1962 年 10 月 26 日，上海市档案馆，B127—1—

752，第 17 页。
“反行为”固然泛指的是下级有违上级政策的做法，但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强力统合社会的情形下，基层往往借由政策的时差与

漏洞来实现自我的诉求，表现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反行为”。
《工厂招用妇女劳动力和学徒情况》，1958 年 11 月，上海市杨浦区档案馆，40—12—51，第 21 页。
《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员会劳动工资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当前大办城市人民公社中劳动力安排的请示报告》，1960 年4 月10 日，

上海市档案馆，A11—2—41，第 16 页。
《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少数工厂盲目招用人员的情况反映》，1959 年 1 月 13 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74，第 90

页。
《中共上海市里弄工作小组、中共上海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关于里弄妇女参加各部门劳动的情况报告》，1958 年—1960 年，上

海市档案馆，A20—1—87，第 118、17 页。
《上海市劳动局计划处关于上海市( 不包括 11 个县) 1958 年国民经济部门职工人数增减情况的简报》，1959 年，上海市档案馆，

B127—1—630，第 20 页。
《目前本市工厂企业使用里弄妇女劳动力的情况》，1958 年 12 月 28 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74，第 2 页。
《部分机电工厂在劳动力安排上的一些思想倾向》，1962 年 1 月 12 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84，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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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薪酬时常不在此浮动范围内，或高或低。其中不乏为争夺劳动力而提供较高报酬的案例，但更多的
情况是工厂企业支付的薪酬比政府规定的更低，有的甚至简约为供应三餐，或干脆是义务劳动。①

三 解读“反行为”

“反行为”折射出上海政府劳动力管理的缺失以及执行的乏力。尽管主管部门三令五申，却未建立
起管理家庭妇女用工的有效办法。制度缺失给企业制造了可乘之机。即便得知部分企业用人制度混
乱，问责以思想教育、做检查的方式收关，②但无得力惩处措施，难让违规者痛定思痛。不仅如此，政治
运动干扰了生产单位的正常运转，由此出现的管理紊乱助长了招工的失控。1957 年 9 月后上海工业企
业分批开展了整风运动。运动步入 1958 年，进入以改革企业领导方法和规章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阶段。
由此，很多制度被打破，劳动工资机构也被削弱。不少工厂企业将招工权下放给车间、班组甚至工人，
为其自行招收大开方便之门。比如统益纱厂招收的 569 名家庭妇女中，经纺织局批准的只有 160 人。
江南造船厂更甚，吸收的一千多名家庭妇女中，通过人事科的仅有 42 人，其余都由各车间自行吸收。③

将视角向下，从工业生产部门的立场可体察到:

“反行为”首先是工厂企业管理者因应高指标任务的一种策略。对管理者而言，指标的内涵除对内
管理外，还意味着要接受上级的绩效考核。在冒进氛围中，毋庸质疑，累积的指标成为悬在单位领导头
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引发普遍焦虑，由此促成了指标至上的行事风格。比如市委工业部直属的上
海机床厂，是生产先进单位，但在大跃进期间劳动力使用违规严重，多次遭到上级严肃批评依旧我行我

素。负责人坦言，完成任务最重要，“宁可为完成任务而检讨”。④ 事实上，虽然国家一再倡导不扩大投
资成本来完成生产任务，强调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但对部分管理者来说，短时间内突击应对

不断增涨的生产任务的捷径莫过于人海战术，正规编制劳动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用工成本经济的家

庭妇女成为合适的人力资源之一，或直接利用或储存以备不时之需。当上级满足不了用工需求时就绞
尽脑汁，究其原因在于唯任务是从。⑤

其次，客观因素如原材料、生产计划以及行业特点等因素制约用人单位依政策行事。原材料不足
及质量问题困扰着一线生产单位，受其影响，工厂企业不得不随到货时间调整生产安排，由此任务堆

积，企业寄希望于使用家庭妇女突击赶工，顾不得上级不许招用的指令。⑥ 生产计划是另一个制约劳动
力安排的因素。对工厂负责人来讲，由于对未来生产任务心里没底，不愿立即执行减人政策。以远东
缝纫机厂为例。该厂 1959 年的生产任务比 1958 年翻了 5 倍，但上半年只完成了计划的 4． 7%，下半年
生产任务上级未明确交代前该厂希望在用人方面留有余地。还有些食品行业的生产单位品种多变、季
节性，任务不稳定，例如益民食品二厂罐头生产便是突击性的，厂方担心精简人员后无法应对。⑦

再者，有些工厂企业反其道行之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帮扶家计困难的职工及其家属。尤其在取消计
件工资制后，不少职工的生活受到冲击。⑧ 为照顾本单位职工，吸收家属做工不失为一种救济方式，对
生产单位来说，即便不安排家属工作，企业工会也有义务补助困难员工，与其直接给予补助，不如将困

难职工家属招进厂，还有利于生产任务的完成。因而沪东造船厂早于政府动员前就组织本厂的职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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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里弄工作小组办公室会议记录》，1958 年 11 月 24 日，上海市档案馆，A20—1—99，第 45—54 页。
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国际电讯器材厂支部私招乱用劳动力的通报》，1960 年 3 月 17 日，上海市

杨浦区档案馆，40—7—29，第 50 页。
《劳动工作会议上揭发的劳动管理混乱现象》，1959 年 7 月 24 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75，第 196 页。
《上海市机床厂私招乱用劳动力的情况报告》，1960 年 8 月 16 日，上海市杨浦区档案馆，40—7—29，第 13 页。
《关于对电讯电器工业公司盲目招收劳动力的检查报告》，1959 年 5 月 7 日，上海市档案馆，B26—2—803，第 22 页。
《上海市轻工业局对企业关于临时工升长工及申请增加人员报告的批复》，1959 年，上海市档案馆，B163—2—905，第 36—37

页。
《劳动工作会议小组讨论动态》，1959 年 7 月 24 日，上海市档案馆，A11—2—75，第 193、194 页。
1958 年上海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取消计件工资 18 万人，取消后人均工资减少 4． 04%。《上海劳动志》编纂委员会

编:《上海劳动志》，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06、3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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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进厂做临时性的工作。① 自行车厂则是在退工时经工会提议对经济困难的职工家属有所保留，即便
当时工厂生产任务不足这些妇女实际上无工可做，依旧置清退政策于罔闻。② 这种现象在大精简时期
少数纺织工厂里依然存在。③

站在城市冶理角度观察，“反行为”是社区基层干部履行庞杂治理任务，处理与民众关系的方式。
1950 年前半期，居民委员会成为国家统合基层社会的重要媒介，作为城市治理架构中的一个单元，担负
着“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使命。④“大跃进”以后，它的功能发生变化，出现以兴办集体经济为核
心的功能扩张，支撑其运作的资源部分靠街区里弄自我筹措。推动妇女去工厂做工，对社区干部而言，
能够获取更多的活动经费与物资来源。杨浦区长白路的里弄干部在组织加工生产时，为积累基金，便
积极将妇女送往工厂。⑤ 无独有偶，闸北区中兴路的里弄干部也懂得以物易人，私下满足用工单位的需
求换取所缺物资。⑥另外一些社区干部为妇女联系工作是为了维系与民众的关系。因为一波又一波从
工厂企业退回的妇女特别是生活困难的人时常跑到街道办事处要求调配工作，有些人情绪激动哄闹不

已。为安抚她们，不得不让她们重返生产岗位。杨浦区定海路办事处的干部就将从华光啤酒厂退回的
妇女介绍给了中国电工厂。⑦

四 结语

“大跃进”是国家主导的以快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目标的庞大社会工程。以此为背景，短时间
内，大量上海家庭妇女被动员参与地方工业生产。具体而言，面对“以钢为纲”急进的工业化，当计划经
济体制编制内的劳动力资源着实无法满足工业生产的需求，而上海城市内部劳动力资源丰富，又恰为

吸纳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提供了契机。因此，家庭妇女用工政策不能被简单地归咎为“盲目扩大就
业规模的左的错误”，而是源于大跃进的全局偏差。上海地方政府则是灵活地利用了用工成本经济的
家庭妇女应对了突发的难题。与此同时，通过比较上海与其它地区在经济狂热形势之下解决劳动力紧
张问题的不同举措，亦能管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方性差异。
在基层，工厂企业、街道里弄等组织与政策关系错综复杂，相向与相悖并存。对待家庭妇女劳动

力，当基层需求与宏观经济政策相符便出现跃进的“复调”，甚至比上级政策表现得更为狂热。但当地
方政府着眼于宏观经济形势开始收缩用工时，有些单位却顽固地反道行之。形形色色的“反行为”不仅
直接反映出上海家庭妇女劳动力管理的制度缺漏以及执行过程中的乏力，还提供了体察基层社会运行

的切口: 计划经济体制下，尤其是“大跃进”时期，高指标使不少企业领导人感到焦虑，把达标置于职责
的首位; 工厂企业负责人受制于客观因素，社区基层干部为筹措资源或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都会与政

策扞格。一种反行为比较特殊———工厂企业为照顾职工家属而有违政令。这本与政策帮扶困难家庭
妇女的意涵相同，算是殊途同归。调查资料表明，增加家属就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职工生活的
艰困。⑧但对绝大多数家庭妇女来讲，却仅仅意味着“短暂的春天”。她们的命运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和
政策的变化起伏不定，即便得到基层出于种种原由的庇护，最终也难逃狂热跃进的命运，匆匆结束了从

业的历程。
(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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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igant status，its judicial scope，its testimony and the punishment for violating the stipulations．
Keywords: investigation and interrogation，simultaneous sound and video recording，procedural regula-

tions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Dispute Settlement Organs’Jurisdiction Pow-
er o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hilippines’Applying for Interna-
tional Arbitr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 by LUO Guo-qiang)
Abstract: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establishes a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disputes settle-

ment mechanism centered on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supplemented by interna-
tional arbitral tribunals，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Philippines’applying fo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However，the forming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does not equal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jurisdiction，so the tribunal must find out it really has jurisdiction over the case before entering into any formal
hearings． According to Article 298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written announcement that China made in ad-
vance，the arbitral tribunal does not have jurisdiction over the case． According to jurisprudence，the Philip-
pines’claim that China should accept the jurisdiction she has never admitted is against the logic of interna-
tional law． Therefore，the Philippines’practice is an unjustified abuse of the right to sue． China should point
out the Philippines’abuse of this disputes settlement mechanism has violated the good faith obligation posed
by Article 300，raise an objection to the jurisdiction and make clear that China，if with no choice，has the
right to withdraw from the Conven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its sovereignty．

Keywords: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dispute settlement，jurisdi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Charity Network in Modern
Shanghai ( by ＲUAN Qing-hu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history of nongovernmental charity in Shanghai before 1949，this paper dis-

covers that various charity groups integrated and formed some large-scale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 modern
times． They knitted a huge social net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charity activities and fund support．
The charity network played a role of bridging in charity，which helped the civil society have great capacities to
organize and manage itself even in the time when Shanghai was suffered from un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with
complicated mix of foreigners and Chinese people． This demonstrates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
mation in modern China，the civil society，instead of in a status of disunity，disorder and chaos，gradually
formed and developed a self-organizing and self-managing system．

Keywords: Tongren-fuyuan-tang Charity，Shanghai Charity Group，Shanghai Charity Association，social
network

Ｒationality or Fanaticism: On Shanghai Housewives’Participation in In-
dustrial Production from 1958 to 1962 ( by ZHANG Niu-mei)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Shanghai housewives flooded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from 1958 to 1962． In

1958，with the continuous heating of Great Leap Forward，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urban areas had rapid
growth due to the“taking steel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policy，while labor resource in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 could not meet the need of radical industrial production． Under this circumstance，the Shanghai gov-
ernment flexibly pushed housewives to fill the laborforce gap． However，in practice，factories，enterpris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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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had complicated relations． The agreement and contradiction coexisted． Vari-
ous participants played the“polyphony”of the theme of Great Leap Forward while some were“out of tune”．

Keywords: Shanghai，Great Leap Forward，housewives，industrial production

Fan Wencheng and the Transplant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 by ZONG Yun)
Abstract: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itnessed the overall transplanta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It was Fan Wencheng who copied the system． Before Manchu government’s entering
Shanhaiguan，Fan Wencheng，authorized by Hong Taiji，built schools and held imperial examinations under
the regime of Manchu government so as to pave the way for recover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After the government’s entering Shanghaiguan，Fan Wencheng’s view that“if the hearts of li-
terati and officialdom are won，the hearts of common people will be gained as well”was deeply approved by
the Emperor． While implement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Fan Wencheng worked as the chief exam-
iner of;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for three times and put forward many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bout im-
prov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referring to the practic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reason why Fan
Wencheng became a promoter of“copy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Ming Dynasty”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s obviously related to his family background and his knowledge about Han culture，but more
profoundly is due to the Emperor’s policy of winning Han intellectuals over and alleviating contradictions a-
mong different peoples．

Keywords: the Qing Dynasty，imperial examination，Fan Wencheng，transplantation of a system

The Path to Promote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ina
( by ZHANG Yong-yue ＆ WANG Yuan-hua)

Abstract: At present，China’s urbanization has entered an accelerating stage．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choose an appropriate path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Drawing upon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China should probe a path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according to her own condi-
tions． The path is to strengthen the large cities’agglomeration effect，facilitate the formation of city agglomer-
ations，promote urbanization gradually with the support of industries and under the drive of the market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and eventually establish the integrated urban-rural ecological smart cities with co-
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main measures are to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strengthen edu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ship，accelerate land reform and clear the
obstacles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Keywords: urbanization，new-type urbanization，aggomerative ecimimy，promotion path

A Study on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in Ｒural and Urban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Path Choosing from a Supply-demand Perspective ( by YU Ji ＆ YU Ji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China’s basic public service in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has shifted from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to the more complex urban-semi-urban-rural trinity struc-
ture． The study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upply-demand
relations，and focus on the common and different needs of three heterogeneous groups for public service，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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